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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提出 3000 多年前东亚和东南亚区域语言存在一个从多音节词演化为单音节词的过程。讨论涉

及一字多音词、一个半音节词、复辅音声母词和单辅音声母词之间的相互关系，叙述了从多音节词（音链

型语言）到单音节词（音节型语言）、从复杂单音节词到极简单音节词等几个演化过程，以及音节型语言

产生后对语言演化造成的语音后果。论证中还引入言语产生实验佐证、单音节词语言特征分析，新创了音

节联觉概念，以及音节联觉在语音演化过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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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汉语以及汉语南部、西部周边的语言主要有侗台语、苗瑶语、南亚语、藏缅语，这些语言分布

在东亚大陆和东南亚区域，约 300 余种。这些语言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词汇-语音特点，即都是单音节

词优势的语言。所谓单音节词是指依靠单一音节编码，负载意义，形成单音节表征单元，这个单元

就是单音节词。即使复合词，也是以负载意义的音节编码，组成音节串，其中每个音节都是独立表

征单元，对应词汇-语法上的语素。单说的音节是词，合成中的音节是语素，这只是语法层面的表示

方法或者术语，语音层面二者并没有区别 ①。例如“地主”分别是“地”和“主”两个单音节词，

也是两个语音上的音节编码单元。 
汉语和其他东亚语言的这个特点是相对世界范围其他区域语言而言的。本文汇集了世界各地 120

余种语言的基本词汇，包括非洲 10 种，中东-西亚 10 种，南亚 5 种，澳洲 3 种，东南亚 8 种，南太

平洋 19 种，东亚-中国 24 种，东北亚 8 种，欧洲 18 种，北-中美洲 13 种，南美洲 5 种，发现仅东亚

大陆和东南亚区域语言属于单音节词优势之外，几乎所有其他区域的语言都是多音节词优势语言 ②

（参见图 1）。这就引起一种思考：汉语、泰语、越南语这些久负孤立语之名的语言，各种“孤立语”

特征是不是都与这个因素有关。所谓孤立语指缺乏词形变化的语言，每个词只表示意义，不承担语

序和语法关系。人们知道，词形变化的载体是语音形式，单音节词前后边界确定，很难产生词缀等

词形变化，音节词自身也因与意义的紧密对应无法任意变化。换句话说，单音节词优势语言很可能

因为它的语音-音节形式特点左右了语言的演化，因此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都对语言演化产生

了独特的后果。例如，为什么汉语总是以“（单音节）字”为意义表述单位？为什么汉语有声调？为

什么汉语有大量一字（词）多义现象？为什么汉语构词方式以复合法为主？为什么汉语缺乏（西方

学说的所谓）形态变化？为什么汉语动词可以无条件作主宾语？为什么汉语词序重要？为什么汉字

数千年来一脉相承，未走“形-意-音”发展道路？这诸多问题目前都没有明确的答案。这篇文章选择

语音现象加以讨论，尝试探索该命题与语音相关的解答。 

 
图 1. 世界音节型（深色）和音链型（浅色）语言的地理分布 

 
                                                        

① 音节组合可能产生变音和变调，但不影响本文分析。 
② Greenburg(1948)等认为非洲西部也有单音节词语言，例如 Sudanic languages，但也有不少不同意见，例如

Welmers(1949)，不少语言单音节性仅体现在动词或名词词类。 



为行文方面，以下称东亚和东南亚单音节词优势语言为音节型语言，欧洲、非洲、美洲、南太

平洋等区域的多音节词优势语言为音链型语言。 
 
2.  从章太炎谜题谈起 

清末民初的国学先辈章太炎（1910/2003）曾经撰文“一字重音说”，文曰：“中夏文字率一字一

音，亦有一字二音者，此轶出常轨者也。”这是说一个汉字读两个音节。且不论事实是否如此，这

个命题触碰到了早期汉语的词汇语音形式问题，也就是说，文字记载最早 3000 年前甲骨文时代的汉

语是音节型语言还是音链型语言。可惜这个命题少有人问津，仅见刘又辛（1982）、俞敏（2008）

著文赞同，郑张尚芳（2007）、潘悟云（1999）、金理新（1999）、杨怀源（2007）等从复辅音声

母角度有关联论述。而与此命题极相关的“字本位”理论创建者徐通锵（1997）也未曾详述，由是

可以说，古代汉语“一字重音说”百年未解，可称作章太炎谜题。 
论证甲骨文、金文的一字重音现象是件难事，证据不易寻找（杨怀源，2007；黄绮，1985），但

是甲骨文包含了不少的多音节人名、地名、方国名、官职名等，例如：伊尹、盘庚、邛方、东洹。

相对其他名词，这类名词指称价值不同，关乎国家族群关系、社会关系等等，一般不容变更，因此

即使在强大的语音演化驱动下也保持得最长久 ①。由此可以推测，甲骨文时代之前，汉语已经经历

了非常巨大的语音结构演变，很有可能，这个阶段汉语出现了从多音节向单音节转变的过程，并导

致甲骨文绝大多数名词以及其他词演化为单音节词。Sagart（沙加尔，2004）对这个过程有精准描述：

“在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中间某个时期，不知何故，一系列变化导致汉语偏离了这种模式。加缀法

开始冻结：松散结合的前缀脱落，其他前缀跟词根音段结合起来，重组成为词根的一部分；一个趋

向严格单音节化，声母及韵尾复辅音丰富的新的形态规则宣告诞生。”我们认为Sagart先生的分析是

合理的，只是时代上可能需要更多证据，他把上古汉语界定为词根普遍带词缀的形式，殊不知最早

的甲金文记录形式并未留下充足的支持词缀存在的证据。② 
我们前期研究曾指出，汉藏语言词形结构或许经历了四个主要发展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

至少在殷商之前，语音结构类型是 CV…CV，即多音节词优势阶段。第二阶段：单音节词占优势但

复辅音声母和韵尾丰富的阶段，语音结构类型是 C(C)VC(C)。应该注意的是，这个阶段可能还存在

为数不少的带元音弱化音节的多音节词与带复辅音形式单音节词并存现象，包括可能来自独立音节

语法词转化为辅音词缀的现象。这一现象我们下文讨论。第三阶段：复辅音声母和韵尾简化阶段，

可能出现声调，音节结构类型是 CV(C)⁽T⁾。第四阶段：单音节词复合造词阶段，语音结构类型是

CV⁽T⁾…CV(C)⁽T⁾。当然，每个阶段都不能截然分开，多少都保留了上一阶段甚至更早阶段的形式，

使语言系统呈现极为复杂的面貌（江荻，2010）。如果甲骨文记录的汉语总体上已进入第二阶段，那

么应该有更详实的文献记录，并且既反映多音节现象也反映出复辅音现象，可惜这样的记录不易觅

得。赵诚（1984）利用甲骨文材料讨论了其中的一些多音节词的可能性，潘悟云（1999）、金理新（2005）
藉助藏语、泰语、越南语等民族语言材料发掘了其中复辅音词的可能性，但都属推论性质。倘若把

甲骨文时期汉语放入第三阶段，似乎也会遇到无法解释后世语音演化现象，还可能涉及声调产生时

间问题，这些都让人犯难。或许猜测第三阶段保留下部分某些类型多音节词以及某些类型复辅音词

算是一个可能选项，更符合甲骨文记录的汉语主体状态：即单音节词优势。 
章太炎谜题是从文字记音角度讨论语音结构形式，另一个讨论角度则涉及历史音韵，特别是谐

声字。这就引起另一个复辅音声母的故事，我们下文再谈。 
 

3. 从多音节词到单音节词 

最近数十年来，考古学和分子人类学对现代人起源获得突破性进展，学界基本公认当今世界各

地人群均源自 5-10 万年前走出非洲的现代人（卡瓦利·斯福扎，1998；Jin L, 2000；李辉，宋秀峰，

金力，2002；李辉，金力，2008）。本文接受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并认为世界各地语言也是随着

现代人从非洲迁徙扩散形成的。这种观点意味着全世界语言有着共同的基本结构，并首先表现在词

的语音形式上。 
上文已经指出，除东亚和东南亚语言外，世界大多数区域的语言都是音链型语言。因此，有可

                                                        
① 可惜不少古汉语复音词研究者都把人名、地名、官职名等复音词（多音节词）剔除不加统计或讨论。 
② 西周金文《令彝》有“周公子明保”，由于“公子”合文书写，有两种解读：周公之子明保，周之公子明保。

郭沫若释为前者，但唐钰明（1986）认为，检诸后世文献更可能是后者，形成复合词“公子”。“在某种意义上说，‘合

文’有点类似现代汉语拼音文字词儿的连写：在形式上是便利书写，而在内涵上却是表明语义的整体化”。这个案例

有利于 Shagart 的观点，但是“公子”语法化为派生词时间似乎不能确定。 



能构建一个假说：人类语言初期是音链型结构形式，具体表现为：CV…CV。反之，如果把音节型

语言看做最早的形式，是它的扩散引起世界语言多音节化，则必然违背各学科已然达成的共识。 
目前已有多项研究指出人类语言音节上倾向于最优的 CV 结构（Levelt & Vijver, 2004），也有多

种语言现象反映了 CV 结构具有最普遍性和适用性（Maddieson，2005）。如果这些论述具有普遍的

类型学意义和发生学意义，那么东亚语言一定出现过从多音节词发展为单音节词的过程，产生了音

链型语言到音节型语言的演化历程。从目前的语言事实中我们还能找到这样的演化证据吗？ 
较早涉及这个命题的有 Karlgren（高本汉，1923）、林语堂（1924）、陈独秀（1937）等人，可

是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们研究的问题似乎完全是另一件事情，即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林语堂提出

研究复辅音声母有联绵词、谐声字、字音借用、语言比较四条路径，后来 Pulleyblank 提出域外译音、

龚煌城提出构词法等思路（丁邦新，1978）。这个上古有否复辅音声母问题本质上跟多音节词的单音

节化（monosyllabicization）不可分论，二者甚至是“一个铜币的两面”这样的关系。把这两个问题

联系起来的因素除了双音联绵词现象，还有带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节词裂化为双音节词的论述。赫迈

莱夫斯基（1956）提出复辅音声母单音节词因复辅音朝音节分化而成为双音节词，这个“音节分化”

理论后来被部分学者接受。 
据戴庆厦（2003）等人的研究，景颇语支语言以双音节居多，双音节词带弱化音节（reduced 

syllable）。例如独龙语 2290 个常用词中双音节词 1242 个，占 54.2%，双音节词带弱化音节的 969 个，

占双音节词数 78%，比率之高可能其他语言无法企及。他认为弱化音节可能有多种来源，其一则是

“复辅音声母的前一个辅音变为弱化音节”（戴庆厦，2003），其二是原非弱化音节变为弱化音节。

杜其容也提出某些叠韵联绵词可能来自复辅音声母的演变（1970/2008）。可是，认为音节分化理论

并没有支撑事实，更多学者采取了审慎的态度。Forrest（1964）讨论带-l 的复辅音声母，认为-l 前面

的成分往往是独立音节词头。Benedict（本尼迪克特，1972/1976）区分了复辅音声母与词头，不涉

及来源和变化的方向。对这样的现象，南亚语言学家Shorto（1960）提出了一个术语“次要音节”（minor 
syllable）来描述，专门指词根主音节前所带的元音极度弱化的音节。后来，这个概念上升为南亚语

词汇-语音普遍特征，次要音节被定义为“除伴生元音（anaptytic vowel）外不带元音的音节”（Shorto, 
1963），次要音节与主音节构成抑扬格的词模式（iambic pattern）。后来，Matisoff（1973）用术语

sesquisyllabic（one and a half syllables，即“一个半”音节）表示，把这个概念应用到整个东亚大陆。 
次要音节是东亚语言史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为了与复辅音声母衔接，还可以称作准双音节

（quasi-disyllable）。即标准双音节格式 CVCV 写作 CvCV，前一音节元音是伴生发音，又可以写作

CCV 或者 C-CV（潘悟云，1999），这样表示跟复辅音声母概念关联起来，有利于解决历史上的混淆

现象。实际上，共时层面我们的调查也发现不少这类情况，例如达让语 khɯ³¹lɯ⁵³“蟑螂”也记作

khlɯ⁵³或 kh-lɯ⁵³。中国学者对次要音节现象有很多论述，王敬骝（1984）讨论了崩龙语、孙宏开（1982）
讨论了独龙语、刘璐（1959）、萧家成（1979）、戴庆厦（2003）讨论了景颇语，部分汉语学者讨论

了粤语（陈洁雯，1984）、闽语（梁玉璋，1982）、晋语（赵秉璇，1986）等方言。最全面并且上升

到演化意义上的讨论应属潘悟云。潘（1987）曾在包拟古构拟基础上提出上古汉语有 Cr-、Cl-和 C-r-、
C-l-两类复辅音声母的设想，后者 C-类似南亚语的次要音节。在来源上，他则认为是音节弱化的结

果，与戴庆厦观点近似。1999 年潘悟云（1999:144）重新提出演化方向观点：“从总体上看，东南亚

语言大的发展趋势是从双音节的语素发展为一个半音节，一个半音节再缩减为一个音节。”这是一个

全新的认识，亦即双音节词的单音化经过了次要音节中间过程。这个观点在潘（2000）有了更全面

的论述，可以说发现了汉语乃至东亚大陆语言演化史的关键密钥。 
对侗台语复辅音的来源，倪大白（1996）的研究直截了当，他比较了南岛语和侗台语，明确指

出“侗台语的复辅音声母大多数是从南岛语的多音节词演变来的，早期南岛语的部分双音节词，在

历史演变过程中两个音节合而为一，成为一个声母是复辅音的单音节词”。黄树先（2001）利用藏缅

语材料也详细讨论了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来源于多音节词的合并，论述相当透彻合理。 
尽管如此，以上讨论所涉及的两种演化方向在音理上仍然不能独立自证，各类已有论述仍然不

能看作系统演化的动因。我们在这里假定人类语言同源，就得说明惟东亚语言走上音节型语言道路

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语言演化的大势，就是多音节词的单音节化总体趋势。这一点在潘悟云添加

次要音节细节之后就更为清楚，不需要另加特别的论证。以下例证是我在西藏调查的达让语材料，

一个词的两种读音本身的确不能说明演化方向 ①，但是，有了人类语言发展背景和东亚语言演化大

势作为向导，我们自然会把双音节词形式看做早期形式。 

                                                        
① 如果做更细致的调查，例如几代人的发音，或许有可能发现双音节词与单音节词的演化方向。 



bu³¹ rɑ³⁵ bra³⁵ 雷（雷鸣） khɯ³¹lɯ⁵³ khlɯ⁵³ 蟑螂 
kʰɯ³¹ lɑi³⁵ kʰlai³⁵ 地（天地） ku⁵⁵ ru⁵³ kru⁵³ 头 
ɡɯ³¹rau⁵³ krɑu⁵³ 驴 bɯ³¹ ru⁵⁵ bru⁵⁵ 面颊 

kɯ³¹ ɬai⁵⁵ kɯ³¹ hlɑi⁵⁵ 肠子 hɑ³¹ tʲo⁵³ ɑ³¹ tʲo⁵³ 手 

这些达让语双音节词都是短弱音节低调轻声词，跟潘悟云（1999）的次要音节描述一致，这样

一来，话题可以从复辅音声母词转到了双音节词或者准双音节词（一个半音节词）。如果溯回章太炎

谜题，那么 Sagart 的观点就是很好的支持（1999/2004）：“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汉语现代书写中的音

节化的趋势主要是口语单音节化的结果，而不是口语单音节化的原因。……没有理由认为上古汉语

不能用单个汉字记录诸如*Akə-lak 之类轻重格的词”。俞敏（2008:123）也说“所以我对于章太炎先

生的《一字重音说》可以同意。一个汉字有时候实在可以代表不只一个音缀，要是这里没有两个字

根（root word）的话。”。另一方面，达让语双音节词与复辅音声母单音节词并存现象不是孤立的，

喜马拉雅山东段南亚语言和部分藏缅语言都有该现象，例如孟语、高棉语、Palaung、崩龙语、缅语、

景颇语、独龙语、达让语、义都语、格曼语、阿昌语等，还有东亚广泛分布的汉语方言。有了这些

证据，东亚和东南亚语言从音链型语言演化为音节型语言的基本线索已经清晰明朗了。 
 

3. 从复辅音词到单辅音词 

东亚语言演化的第三阶段是复辅音声母和韵尾简化阶段。关于这个阶段的语音现象已有太多的

描述，包括各语族、语支、语言声母、韵母和韵尾简化描述，较为系统地讨论有孙宏开（1985/1999），
雅洪托夫（1986），潘悟云（1987），何九盈（1991），包拟古（1995），王辅世、毛宗武（1995），梁

敏、张均如（1996），倪大白（1996），江荻（2002b），李永燧（2010），并且对音变的方向和音变原

理都有充分论述（江荻 2002a，燕海雄，2011）。此处列出缅语和藏语的几个例词，试观察古代缅语

和现代缅语、古代藏语和现代藏语的声母辅音简化变化。 

缅文 仰光话 藏文 拉萨话  缅文 仰光话 藏文 拉萨话  

hlɑȵ¹ ɬɛ⁵³ skor kor⁵⁵ 转动 khre² tɕhe²² sder mo ter¹³mo⁵⁵ 爪子 

hmɑȵ¹ m̥ɛ⁵³ smin mĩ⁵⁵ 果熟 krɑm³po³ tɕɑ̆⁵⁵po⁵⁵ ɦdre ɕiɡ tʂi¹³ɕik⁵² 臭虫 

hnɑs⁴ n̥iʔ⁴⁴ ɡȵis ȵiː⁵⁵ 二 krɔŋ²pjɑm² tɕɑ̃u²²pjɑ̃²² sre mo tʂe⁵⁵moŋ⁵⁵ 黄鼠狼 

hrɑŋ³ ɕĩ⁵⁵ ɡsal po sɛ⁵⁵po⁵⁵ 清楚 ɡwe³se¹ ɡwe⁵⁵se⁵³ rliɡ ril lik⁵⁵riː⁵⁵ 卵 

khrɔk⁴ tɕhɑuʔ⁴ skem kam⁵² 干 shwɑi³ shwɛ⁵⁵ drud tʂhy¹³² 拖 

复辅音声母的简化有脱落、并合多种方式，取决于复辅音的结构方式。古代缅语[hl-]>现代缅语

[ɬ-]，[hm-]>[ m̥-]，[khr]>[ tɕh-]，古代藏语[dr-/sr-]>现代藏语[tʂ-]，都是并合，藏语[gs]> [s-]，[sk-]> [k-]，
[sd-]>[t-]，[rl-]>[l-]，都是脱落。中间过程这里不具体描述，韵母和韵尾也不重复举例，但是，结合

前贤的研究，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印象，即第三阶段的音节型语言有一种重要的语音演化趋势：语

音极度简化，形成单纯辅音和元音（声韵母）拼合格局，复辅音逐渐消失，声母仅为单一辅音，例

如藏语拉萨话和汉语北京话；元音可能带辅音韵尾，但阻塞音韵尾（塞音、塞擦音、擦音），以及其

他颤音、闪音、边音韵尾大多会趋向消失，鼻音韵尾较为持久，例如古藏语有 10 个辅音韵尾，现代

拉萨话仅有[-r]、[-ʔ]、[-p]、[-k]（极少）、[-m]、[-ŋ]六个韵尾，汉语北京话仅[-n]、[-ŋ]两个韵尾。 
梁敏，张均如（1996）曾全面构拟和描述侗台语的复辅音声母单音化变化，与现代方言读音基

本对应，让学界有机会了解这些知识。而更宝贵的资源是古代藏语，感谢藏族前贤创制了拼音性质

的藏文，记录了 1300 年前的古代藏语。当时约有复辅音声母 220 余种，而今发展至拉萨话，所有复

辅音声母都已消失殆尽。藉助现代各地藏语方言的资料，判定它们代表着藏语不同的发展阶段，我

们构建起藏语历史演化的完整历程（江荻，2002a/b）。汉语和东亚其他语言跟藏语一样，都属于音

节型语言，复辅音的简化过程和路径具有相似性，似乎都可以通过藏语而一叶知秋。 
 
 



我们把第 2 节和第 3 节有关东亚和东南亚语言音节演化过程总结如下（以最简双音节为例）①： 
表 1 东亚和东南亚语言音节演化过程 

CVCV   C-CV   CCV   CV⁽T⁾   CV(V)⁽T⁾ 
第 1 阶段 转 折 过

程 
第 2 阶

段 
第 3 阶段 调整过程 

 抑 扬 格

式化 
单音节

化 
复辅音简化 音节内富

化 
双音节 准 双 音

节 
复杂单

音节 
极简单音节 /+

声调 
复合元音 

音链型 音链 -音
节型 

音节型 音节型 音节型 

 
是否会发生赫迈莱夫斯基（1956）所说音节分化逆向过程：CCV  C-CV  CVCV？就一般情

况而言，不排除少量特定现象，但绝不是东亚和东南亚语言的演化大势。CVCV 是前文所述演化第

1 阶段，CCV 是第 2 阶段，中间插入的 C-CV 是根据潘悟云观点添加的重要过程。CV 是第 3 阶段，

其间可能产生声调，写作 CV⁽T⁾。至 于 第 4 阶段，那已经不是语音或音节演化问题，属于构词现象，

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最后我们添加了复合元音的调整过程，用 CV(V)表示，具体内容在第 4 节讨论。 
 

4. 语音演化后果 

复辅音简化带来音节演化的一系列后果，主要有：（1）音节与语素合一的整体性；（2）音节边

界的排他性；（3）声韵同呼性；（4）出现声调；（5）出现复合元音。 
具体讨论前，我们先引进有关言语产生（speech production）的认知心理学研究概念。在言语产

生研究中，词汇产生是该项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这个过程可以细分 5 个组成部分（周晓林，2001）：
概念准备（conceptual preparation）、词条选择（lexical selection）、音韵编码（phonological encoding）、
语音编码（phonetic encoding）和发声（articulation）。人在表达之初先形成概念，概念激活心理词典

的语义表征，然后用词汇化选择符合语义的词条，再进一步把词条转换为音韵表征，音韵表征落实

为发音音姿编码和计划，最后指令神经系统和生理器官实现编码和计划过程。在音韵编码的这个过

程，心理学家有一个重大分歧，即音韵编码的单位是什么？音位，音节，还是音段？目前国际上两

种理论模式都认为言语产生中存在音节单位，只是一派认为音节不储存于心理词典，是通过音节化

由音位临场加工形成的（Roelofs, 1997, Levelt, 1999）。另一派假设音节的结构和框架事先存储于心理

词典（Dell，1986）。在英语、荷兰语和法语的实验中，结果相互矛盾，没有确定的结论。鉴于法语

属罗曼斯语族，音节界限清晰，是所谓“音节定时”语言（syllable-timed language），英语和荷兰语

是日耳曼语族，有大量模糊音节和重新音节化（re-syllabification）现象，是重音定时语言（stress-timed 
language），因此，“言语产生中有关音节作用的不一致结果可能与语言特点有密切关系。”（张清芳，

2005） 
基于以上认识，张清芳、杨玉芳（2005）研究了汉语单音节词汇的编码单元和编码层次。他们

的基本结论是：音节（含声调）是汉语单音节词汇的编码单元，处在音韵编码表征阶段。同样，Chen
（2002）等人的研究也认为汉语“音节+声调”是词汇产生的单元。为什么英语、荷兰语实验证据都

支持语音表征单元是音素，而汉语实验则支持音节作为语音编码的整体表征单元？这个问题不仅是

心理学需要回答的，也是东亚语言发展史需要回答的。 
回到复辅音简化问题来。复辅音简化是否有目标？根据 Maddieson（2005）对世界语言音节的类

型归纳，只有 CV 结构出现在所有语言中。再根据 Lowenstamm（1996）对音节理论的研究，CV 应

该是唯一的普遍音节类型。除此外，人们在机器模拟发生的音节类型上，也发现仅有 CV 是最合理

的结构（Davis，2002）。尽管世界语言呈现出复杂的音节面貌，但是仍然可以发掘出它的基本形式，

或者人类发音器官和发音原理所倾向的形式。如此一来，这个 CV 形式似乎可以看做语音简化的基

本目标。事实上，我们看到几乎所有历史发展清晰的语言都朝这个形式发展，有些是局部的，例如

英语复辅音的简化（Minkova, 2003），有些是全局性的，例如汉语（王力，1985）、藏语拉萨话（瞿

霭堂，1956；江荻，2002b）、缅语仰光话（蔡向阳，1995；钟智翔，1999）等等。 
就东亚和东南亚语言来说，CV 是什么？以汉语而言，忽略上文所说部分可能的“一个半音节”

汉字，甲骨文的 CV 就是词的语音形式，现代汉语的 CV 就是语素的语音形式。无论音韵层的编码

                                                        
① 表中“抑扬格式”参见下文注解，“富化”是借用生物、化学术语，指某种范围内物质数量或含量升高的过程。 



还是语音层的编码，都是词或语素的形式实现。这样理解，汉语言语产生实验获得音节作为整体表

征单元符合语言事实。反之，英语等印欧语言以音素为单元、通过临场音节化（on-line syllabification）
逐层表征也是必然的，因为这些语言是音链型语言，音节仅仅是单纯的音段，并总是受到相邻音节

中音素序列的影响而重新音节化的制约。另外，汉语等语言音节数量有限，例如现代汉语通用语仅

400 左右音节，加上语调也只有 1200 左右，比较容易存储于心理词典，可以直接抽取。而英语等欧

洲语言音素数量不多，音节音段却非常庞大，达到 12000 左右，显然采用临场组织方式构造较为可

取。至于东亚语言中还有部分具有复辅音声母和韵尾的语言，例如藏语道孚话、嘉绒语、拉坞戎语

等，估计编码方式会有所不同，还需实验加以验证。 
为什么东亚和东南亚语言语音形式会从音链型转向音节型，为什么音节和语素合一？这个现象

发生时间过于久远，很难从现代汉语和其他音节型语言找到答案。比较可能发现真相的机会在于部

分南亚语和部分藏缅语，这些语言目前似乎还普遍呈现出一种抑扬格式 ①的双音节词语（Hayes, 
1985；Kager, 1993; Sagart, 1999; Brunelle, etc. 2012），有可能能反映早期汉语和其他语言曾具有的音

节韵律性质。抑扬格式词语是一种韵律轻重型（或短长型）音节配列形式，前一音节总是读得短而

轻，声调较低或不明显，更重要的是，前一音节常常脱落，或者复合构词时丢弃。以景颇语为例，

mɑ̆³¹kʰon³³（姑娘）+kɑ³¹tʃi³¹（小）kʰon³¹tʃi³¹（小姑娘），说明后一音节是词义的承载单位（戴

庆厦，2003），词义偏移至后一音节导致前一音节丧失负载意义的功能，易于脱落或与后一音节并合。

对汉语来说，这一抑扬格式音节配列传统何时被放弃了，目前不得而知。但从结果观察，词义偏移、

音节并合是最可能的单音节化途径，造成单一音节表示词义，即音节形式与语素义合一。 
以汉语甲骨文文献来看，音节型语言形成的历史至少在 3500 以上。我们认为，音节型语言最典

型的“词音节”或“语素-音节”特征必定会在漫长的历史中对使用者群体生理和心理产生影响，形

成普遍性整体音节认知模式，我们把这种模式称为“音节联觉”（syllabic synaesthesia）。音节联觉是

音节型语言一个非常重要的深层本质属性，可以解释为听到某个音节而产生某种意义的感觉。 
音节联觉的属性决定了音节形式具有载义排他性，一个音节只能与一个意义相联系，不搭载其

他附加意义 ②，例如语法意义。常见的单一音节由首音（或声母）、核音（或韵腹）、尾音（或韵尾）

构成，音节形式的任何音位性变化都可能产生其他音节联觉，也就是变为另一个词。但是，音节线

性序列音素之外还有韵律类型的要素，声调、重读力、轻读力，可能还有跨越音节的语调、停延等，

这些要素一定情况下可能带来附加色彩的意义，这类表达性派生意义不在排他性之列。 
由于音节联觉本质属性是音节和意义的整体感知性，因此，音节内任何音素不能发生音位性变

化，包括首尾音素边界不能通过添加其他形式造成变化。为此可以判断，音节型语言的音节形式还

具有强烈的边界性，音节外的任何辅音、元音音素或者其他音段都不能附着于或融进音节。这个特

点迫使汉语等音节型语言的形态发展走上完全不同于音链型语言的道路，这是这类语言很难找到屈

折词缀的原因。但是，语音演化的力量有时很强大，我们偶然会看到特别的案例。 
汉语北京话的儿化现象原本是独立音素表示，现在则打破音节边界，形成 CV-r 结构，即“宿主

词音节+（卷舌）儿化韵尾”形式。但是，我们注意到大多数其他方言儿化现象还是采用独立音节词

的方式表达。 
藏语指小词（语素）有多个形式，例如：lu gu“羊羔”，gtsag bu“小刀儿”，rta(v)u“马驹”，byi(v)u

“鸟儿”，其中后一个不带辅音声母的形式读音上趋向融进被附着的宿主词 ③，“马驹”拉萨话读作

[tau⁵⁵]，“鸟儿”读作[tU°iu¹⁴]，产生了奇特的真性复合元音 ④。从另一个角度看，真性复合元音似乎

仍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独立特性。 
从现有音节型语言特征来看，还有一些其他音节边界特征值得关注。例如，音节一般不以元音

起首，甚至有一些语言完全没有元音起首的音节。再如，CVC 结构的韵尾辅音类型受到相当多的制

约，阻塞音韵尾（塞音、塞擦音、擦音）以及其他颤音、闪音、边音韵尾经常趋向消失，鼻音韵尾

和塞音韵尾较为持久。 
音节型语言在发声阶段与音链型语言有不同的生理和心理行为。由于音节整体性和声韵恒定性，

                                                        
① 抑扬格原本是英语诗律音步术语，此处指双音节前后两音节具有轻-重或短-长规则性特征，故译作抑扬格式。 
② 多义词也符合这条规则，每个词汇意义都不搭载语法意义。派生意义中，那些导致词类转换、功能变化、特

征改变的语法意义一般是不允许的，但似乎许可形象、感情、语体色彩等附加意义。见下文。 
③ 并非因为指小具有语法范畴性质才发生这样的现象，藏语中表属格、施格等词格的语素，不定指示词、某些

语气词、连词、甚至引语标记等，都是在被附着宿主词不带辅音韵尾、自身没有辅音声母条件下发生连读。似乎只

是纯粹语音条件引起的语音变化规则。 
④ 参见董颖红（1999），实验说明藏语带真性复合元音的音节可以看作一个独立的音节词。 



辅音（声母）和元音（韵母）呈现“同时”呼出的动作，听感上几乎没有线性语流的感觉。即所谓

“同呼性”，而不再是拼合性。这里，声韵恒定性指音节型语言“声在前韵在后”结构，即整体{CV}
结构，这种结构使发音人心理上从不产生音节重新分析带来的纠错，因而得以形成同呼性模式。音

节型语言的话语时间流表现为音节流，而不是音素流，对这种发声行为模式的理解应该跟发音群体

联系起来（江荻，1990）。 
我们曾经全面阐述汉藏语的声调起源问题 ①。从动因上说，声调或音节调的起源也是语音演化

的结果，但客观上却解决了音节单位数量过少的问题。仅以现代北京话而言，四声使得载义音节单

位扩张了四倍之多，其他汉语方言有更多声调，载义单位增加更多。汉语乃至东亚其他音节型语言

的声调是通过所谓自主与不自主型嗓音调控机制产生的，即声门嗓音特征类型决定了语音音段的音

高属性，清辅音声母词读高调，浊辅音声母词读低调，形成语音系统和人们心理上的高低对立，即

使语音音段发生变化，譬如，浊辅音清化，音高对立系统并不随之消失，音节型语言的声调就是这

样产生的（江荻，1998）。音节调的特点是声调与音节词（字）紧密捆绑，本质上也就与音节词载附

的意义相绑定。任凭语音发生变化，调值也可能因其他因素变化，例如韵尾有无或韵尾辅音类型变

化，但就整体声调系统而言，声调不会脱离音节。每个音节词有一个稳定的音节调，改变音节词声

调就可能变换为另一个音节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声调实际也是音节型语言的语

音演化后果。可对比的是，非洲、美洲等所谓多音节声调语言则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因为它们是重

调语言（江荻，2011）。 
音节型语言还有一项重要的演化现象：复元音化。根据现有的文献材料和语言材料，东亚大陆

古代语言基本都是单元音系统，数量也不多。例如古藏语仅 5 个元音，学者们构拟的上古汉语通常

也只有 5-6 个元音。而现代音节型语言和方言大多都有各种复合元音（田仟子，2009），类型多样。

从演化的结果看，复合元音从数量上丰富了音节类型，对音节载义数量有很大帮助。 
对于音节型语言，声调的出现和元音的多样化是一种基本构造元素的增长，但是，词汇层面上，

这些增长的元素保证了以音节词为单位的组合表达方式使得词汇数量成指数型发展，这是完全不同

于音链型语言的又一特色。这个问题我们另文论述。 
东亚和东南亚语言之所以演化为音节型语言，产生音节联觉知觉属性，表层上看是语言演化的

随机过程造成，本质上还是有着东亚区域历史文化的、心理的和生理的因素促动。这里不妨把音节

联觉与欧洲语言的语音象征（phonetic symbolism）或语音联觉（sound synaesthesia）概念对比一下。

上世纪 20 年代 O. Jespersen（1922）, E. Sapir（1929）等人讨论过语音象征现象，揭示出少量语音形

式似乎能对应人类认知中的某些客观类别，例如前高元音[i]与指小事物关联。尽管这个意义上的语

音象征/联觉与本文所述音节联觉概念无关，但是我们注意到，其中所述现象都是辅音音素、元音音

素，或者某些音段。例如英语音素 d-可能表示愚钝：dull“愚钝的”，daft“愚蠢的”，dead“呆滞的”，

dense“愚昧的”，dim“迟钝的”，dizzy“晕乎的”等，音段 sl-表示湿滑物体：slime“黏滑的”，slop
“稀泥”，sludge“烂泥”，slurry“泥浆”，slush“污泥”等（Reay, 2005）。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音链

型语言人群形成的是音素线性认知心理模式。而音节型语言人群产生的是整体音节的语言声音认知

模式，例如，刘兴均（2007）曾提出“与动物有关的名物词大多数都是有音义联系的”，所使用的案

例基本都是音节性的。这类模声拟状特定词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音节联觉的整体音节性。 
 

5. 貌似回归 

东亚和东南亚语言音节发展的第四阶段主要是复合词发展阶段。上文已经指出，这个阶段的发

展实际已经不是语音或音节演化问题，属于词汇层面的构词现象。但在音节形式和长度上，以甲骨

文为单音节词的典范的话，此后的发展却呈现向多语素音节词的发展趋势，是一个貌似多音节词的

发展，直至 3500 年后的今天。对这个阶段的词汇形式，我们发现不少论著采用了一个模糊的术语，

叫做复音词，来涵盖联绵词、复合词、派生词（王力，1980；赵克勤，2005）这类多音节词。实际

上，除了联绵词可以算是典型复音词，也叫作多音节单纯词，其他都是多语素合成词（黄树先，2001）。
自甲金文时代以来，汉语一直朝着多语素音节词方向发展，但是这可不是单纯音节形式上的向多音

节回归，这些语素合成式多音节词跟第一阶段多音节词根本不是一回事，复音词术语完全是概念错

置。对于汉语联绵词也得补充一点，有些论述认为甲金文以后汉语产生了大量的联绵词，从本文演

                                                        
① 据语言学家描述（Moira Yip, 2002），世界大多数语言都有声调，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东亚音节型语言的声

调一定是音节调，声调与音节词相捆绑。而非洲等音链型语言虽然依赖音高形成音高调，却可以在音节间移动和变

化，我们称之为重调。参见江荻 2011。声调是东亚语言独有的语言现象。 



化观点推测，这些联绵词应该来自甲金文未曾记录的口语方言，可能是早已存在于汉语中的多音节

词，它们的存在足以证明汉语（以及其他东亚和东南亚语言）曾经是音链型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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